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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贺兰山贺兰沟“8·21”泥石流运动分析
与易发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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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6 年 8 月 21 日，宁夏贺兰山贺兰沟发生了泥石流灾害。为此，基于 DEM 高程和高精度影像，建立 Arc⁃
GIS 计算模型，获取贺兰沟泥石流的容重、流速、流量和一次过程总量等参数；利用 Massflow 软件模拟贺兰沟泥石

流运动特征，分析泥深、流速变化规律；结合地形、物源和水源条件，评价泥石流的易发特性。结果表明，贺兰沟“8·21”
泥石流属于短时强降雨激发的稀性泥石流，流速主要在 6 m/s 以下，贺兰沟植被较少、阻碍作用小，导致泥石流流

速较大；平均泥深为 1~6 m，最大泥深可达 10 m 以上，沟内中部泥深厚度大，沿沟道两侧逐渐递减；一次泥石流过

程总量为 4.81×105 m3，属于中等易发性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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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属于典型地质灾害，岩土石松动、短时强

降雨、山洪冲刷等诱因相互叠加，裹挟大量松散泥沙

和石块等混合物质快速运动，其运动速度可达每秒

十几米，具有突发性、流速快、冲击力强和破坏力大

等典型灾害特征［1-3］。泥石流运动特征是国内外学

者重点研究领域，现阶段研究方法主要依托历史数

据分析和数值模拟［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值模

拟逐渐成为探究泥石流运动特性的主要手段，该方

法可还原泥石流完整的运动过程，为灾害防治提供

参考依据［5］。李鹏浩等［6］基于 LS-DYNA 模拟计算

平台，建立能够反映实际工况的泥石流冲击桥墩模

型，重点分析泥石流冲击作用对桥梁行车安全阈值

的影响。赵峥等［7］综合运用 Fluent、ArcGIS 等软件

开展模拟，探明泥石流最大流速的分布规律，其显现

于流通区下游弯道、窄沟与地形陡峭地带。Guo
等［8］通过数字表面模型（DSM）构建模型并开展不

同周期的泥石流数值模拟，为白龙江流域划分泥石

流风险区域。Massflow 模型由中国科学院研发，以

深度积分连续介质力学理论为基础，采用有限差分

法进行数值计算，可用于模拟泥石流、滑坡、山洪、尾

矿库溃坝以及弃渣场失稳等灾害的动力演化过程，

并实现危险性定量化风险评价。Ouyang 等［9］采用

Massflow 模拟软件，基于最大流深与动量耦合的双

因素模型对泥湾沟进行危险区域划分，同时对泥石

流泥深和流速演化过程开展定量模拟评估。该软件

采用命令流一键式输入方式，支持多核共享内存及

集群并行运算，可支撑亿级网格运算，相较传统流体

力学分析方法显著提升了计算效率与精度［10-11］。

2016 年 8 月 21 日晚间至次日清晨，宁夏贺兰

沟遭遇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地质灾害。当地发布山

洪灾害气象风险 1 级预警（红色预警）与暴雨红色预

警，转移安置群众 5 000 余人；贺兰山水文站实测洪

水流量达到 50 a 一遇标准［12］。现有研究虽已针对

贺兰沟基础特征参数开展初步探索，但对该区域泥

石流成灾规律和运动特征的分析仍较为匮乏。本文

选取贺兰沟作为研究对象，运用 Massflow 软件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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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8·21”贺兰沟泥石流运动过程，分析区域泥石

流易发性，进一步厘清该区域泥石流发育特点，为贺

兰山区域泥石流防灾减灾提供理论支撑。

1　研究区概况

1.1　地形地貌条件

研究区位于宁夏银川与内蒙古阿拉善盟交界处

（图 1），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49′—106°41′、北纬

38°19′—39°22′。贺兰沟泥石流流域地处贺兰山中

段，地貌以中山及洪积扇为主。贺兰山海拔较高，易

促使水汽在东麓汇集，为局部强降雨的形成提供了

有利地形条件。贺兰沟整体自北西向南东展布，山

体岩体风化严重，表层呈网格状形态，主沟长约

13.2 km，流域面积为 48.9 km，流域内最高海拔

3 556 m，最低海拔 1 300 m，地形相对高差达 2 256 m。

区域地震烈度为Ⅷ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2g。沟

谷断面整体呈“V”形，沟内有常年地表径流，沟岸两

侧山体陡峭险峻。泥石流形成区多为漏斗状地形；

流通区中上游主沟与支沟沟谷纵坡陡峭，为松散物

源运移提供了条件；堆积区则地形开阔平缓。

1.2　物源水源条件

贺兰沟位于西北内陆干旱区和东亚季风区过渡

带，昼夜温差大，气候干旱少雨，降雨集中在 7—9 月，

且多为短时强降雨，宁夏地区年降水量约 400 mm［13］。

在极端强降雨作用下，该区域极易暴发暴雨型泥石

流（图 2a）。此类暴雨由副热带高压异常进退及冷

空气入侵造成，导致暖湿气流积聚和能量快速释

放［14］。贺兰沟 50 a 一遇洪水流量为 336 m3/s［15］。

贺兰山为岩石山地，整体植被覆盖率低，土壤含量较

少，沟口处主要分布粗骨土和山地灰钙土［16-17］。贺

兰沟石质资源较丰富，沟道内堆积大量第四系松散

堆积物（图 2b）。主要基岩为石灰岩和砂岩，岩石风

化严重，露出的土体为砾质土［18-19］；研究区不稳定斜

坡和崩塌发育，为泥石流形成提供了松散物源（图

2c）。在强降雨和较大高差地形共同作用下，沟道岩

土体失稳松动，水流裹挟松散物源向下运移（图

2d），最终诱发泥石流灾害。

2　泥石流运动特征分析

2.1　控制方程

Massflow 模拟软件［20］基于深度积分连续介质

力学模型，采用 MacCormack-TVD 有限差分法，结

合 Fortran 和 C#编程语言及 MPICH、OpenMP 并

行运算技术，具有二阶精度和自适应求解功能［21-22］，

可将三维问题转化为二维计算，高效模拟贺兰沟泥

石流的运动过程，进而进行易发性评价。假设流体

密度不随时间演化，简化后的模型控制方程如下。

质量守恒方程为

∂( h )
∂( t ) + ∂( h -v x )

∂( x ) + ∂( h -v y )
∂( y ) = 0， (1)

动量守恒方程为

∂( h -v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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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βvxvy
h -v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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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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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域

Fig.  1　Research area

a　泥石流爆发现场 b　物源堆积区 c　松散物源 d　水流冲刷

图2　贺兰沟泥石流暴发及产生的堆积

Fig. 2　Outbreak Debris and accumulation caused by the debris flow in Helan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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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 为泥深，m；
-v x、

-v y 分别表示为速度矢量在 x
和 y 方向的分量；t 为泥石流发生时间，s；βvxvy

为动

量修正系数；zb 为河床标高，m；kap 为土压力系数；

（τzx）b 为底部剪应力，Pa；ρ 为流体密度，kg/m3；gx、

gy、gz 分别表示重力加速度 g 在 x、y、z 坐标轴上的

分量，其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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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θx、θy 分别为坐标系绕 x、y 轴的旋转角。

2.2　模型建立

本文以贺兰沟为研究对象，从 Alaska Satellite 
Facility（ASF）官网获取 ALOS 12.5 m 分辨率数字

高程模型（DEM），并结合 Google Earth Pro 提取的

研究区 12.5 m 分辨率高精度卫星影像。借助 Arc⁃
GIS 地理空间数据处理平台，经数据管理、掩膜处

理、矢量转换等操作，将影像与高程数据转换为

Massflow 模型可识别的 ASCII 格式地形文件；基于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平台对 Massflow 程序进行

二次编译与开发。启动点设置是泥石流数值模拟的

重要环节。针对研究区强降雨致灾的背景，以现场

物源条件为依据，将松散堆积物储量大、启动风险最

高的区域确定为模拟启动位置。考虑到流域内支沟

密布，选取五处丰富物源、汇水条件良好的主沟与支

沟交汇地带作为启动点。

模拟总时长为 3 600 s，时间步长采用变步长，

初始时间步长 0.05 s，库朗数为 0.25，网格大小为

12.5 m×12.5 m。计算基于单层单相流模型，采用

二维（准三维）计算模式，流体初始高度依据实地勘

测数据设定。参数设置完成后进行运算并解析输出

结果，整体计算模型如图 3 所示。

通常选用 Voellmy 模型和 Manning 模型作为

泥石流摩擦模型，通过调参分别将其应用于模拟过

程。Voellmy 模型是在库伦摩擦模型的基础上引入

了湍流效应，该模型主要由摩擦和湍流共同控制，适

用于泥浆流、泥石流等流体的运动模拟，其表达

式［5，23］为

ξb = μρhg cos φ + ρgv2

δ
。 (5)

式中：ξb 为摩擦阻力，N；μ 为摩擦系数；φ 为倾斜角

度，（°）；δ 为湍流系数。

采用 Voellmy 模型模拟贺兰沟泥石流运动特

征时，在一次泥石流总量约束条件下，其运动特征不

明显，如图 4 所示。

Manning 模型以糙率系数表征沟道摩擦阻力，

该系数是决定模拟结果的关键参数，适用于水石流、

洪水及泥石流等灾害的数值模拟，其表达式［22，24］为

ξb = ρgw2v2

h1 3 。 (6)

式中：w 为曼宁系数。

采用 Manning 模型时，Massflow 虽未直接考虑

颗粒碰撞力，但是通过调整曼宁系数可有效反映运

动特性［20］。研究区泥石流属于稀性泥石流，且偏向

于水石流特征，依据地表条件，曼宁系数的取值大于

0.2［24］；模拟过程中该模型与实际情况匹配较好，如

DEM
1 895.0
1 658.1
1 421.3
1 184.4
947.5
710.6
473.8
236.9
0

图3　贺兰沟高程计算结果

Fig.  3　Elevation calculation results for Helan Valley

�m)��

0.0~1.6
1.6~2.3
2.3~3.1
3.1~4.1
4.1~5.0

750 375 0 750 m

N

图4　Voellmy摩擦模型泥深运动特征

Fig.  4　Voellmy friction model sediment depth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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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所示。对比两种模型的模拟结果，最终选取

Manning 摩擦模型用于贺兰沟泥石流模拟。

2.3　运动特征分析

图 5 和图 6 给出了不同时刻研究区泥深与流速

的空间分布特征。由图 5 可知：贺兰沟主沟平均泥

深约 1 m，沟道中部泥深较大，堆积区中心为 6~10 m；

自沟道中心向两侧延伸，泥深逐渐减小，平均堆积泥

深为 1~3 m。沟口处较为宽阔，随着时间的推移泥

深逐渐减小，平均泥深在 1 m 以下，最大可达 10 m。

结果表明，大量固体物源在主沟内淤积，易引发沟道

堵塞。实际情况下，沟道淤积引发的堵塞问题易诱

发次生灾害，威胁沟口周边居民安全。为此，当地管

理部门每年定期清理沟口堆积物并布设防护网，以

降低灾害风险，相关防护设施见图 7。综合分析可

知，研究区泥石流堆积特征表现为：沟道中心泥深显

著高于两侧，主沟整体泥深大于沟口堆积厚度，泥深

由边缘向中部逐步增大，整体表现出典型的泥石流

堆积形态。

图 6 为研究区泥石流流速分布图。由图 6 可

知，沟谷内泥石流流速多低于 6 m/s，沟道局部边界

处最高可达 13 m/s，流速峰值出现在流通区。强降

雨条件下，研究区植被覆盖较少，地表对泥石流的阻

滞作用较弱，使其在扩散过程中仍保持较高流速。

在流通区内，流速沿沟道逐渐向外递减。综合分析

可知，研究区泥石流整体平均流速约为 6 m/s，流速

呈现沟道中心高、两侧低的分布规律，由沟道两侧及

流通区向边缘逐渐降低。

�m)��
0.0~1.3
1.3~1.9
1.9~2.6
2.6~3.3
3.3~4.5

750 375 0 750 m

N

a　t=1 200 s

�m)��
0.0~2.0
2.0~3.1
3.1~4.3
4.3~6.0
6.0~9.2

750 375 0 750 m

N

c　t=2 400 s

�m)��
0.0~1.2
1.2~2.9
2.9~4.0
4.0~5.4
5.4~7.5

750 375 0 750 m

N

b　t=1 800 s

�m)��
0.0~1.0
1.0~3.0
3.0~6.0
6.0~8.0
8.0~10.0

750 375 0 750 m

N

d　t=3 600 s

图5　不同时刻泥深分布

Fig. 5　Sediment depth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times

162



第 2 期 杨有贞等：宁夏贺兰山贺兰沟“8·21”泥石流运动分析与易发性评价

2.4　模拟参数取值依据和模拟结果验证

峰值流量是模型计算的关键参数之一，泥石流

流速和一次泥石流过程总量为核心输出结果。本节

讨论峰值流量的取值依据，并验证流速与一次泥石

流过程总量模拟结果的有效性。

（1）采用经验公式法计算流速，并与现场实测数

据对比以验证流速模拟结果。根据《泥石流灾害防

治工程勘查规范（试行）》［25］，获取贺兰沟泥石流容

重为 1.703 t/m3，查表判定其为稀性泥石流。采用

原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提出的西北地区经验公

式［25］，即

vc = 15.3
a

h
2
3c I

3
8c 。 (7)

式中：vc 为泥石流平均流速，m/s；hc 为平均泥深，m；

Ic 为泥石流水力坡度，%，采用沟床纵坡代替，贺兰

沟主沟纵降比为 8.2%；a 为无量纲。其中 a 的计算

公式为

a =( γhks + 1)
1
2。 (8)

式中：γh为固体容重；ks为泥沙修正系数，查表可得。

贺兰沟泥石流计算流速如表 1 所示，由以上经

验公式计算得到 vc =5.58 m/s。数值模拟平均流速

为 6.0 m/s，模拟精度达到 93%。

同时，采用实测结果验证流速模拟结果。根据

无人机航拍影像，沟口附近典型断面面积为 64.8 m2，

泥深约 3.2 m，实测洪峰流量为 428 m3/s［26］。基于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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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8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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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时刻流速分布

Fig. 6　Flow velocity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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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流断面面积与峰值流量反演得到实际平均流

速［25］为

vc = Qc/Wc。 (9)

式中：Qc为泥石流断面峰值流量，m3/s；Wc为泥石流

过流断面面积，m2。得到实测平均流速为 6.6 m/s，
模拟精度达到 91%。

经验公式计算值、实测值与数值模拟结果较为

接近，表明泥石流流速模拟精度较高，验证了模拟结

果的有效性。

（2）基于经验公式计算结果和实测数据，验证

峰值流量模拟结果的有效性。采用雨洪法计算贺兰

沟峰值流量。泥石流暴雨洪水设计流量计算公

式［27］为

QP = 0.278 ψ S
th

n F。 (10)

式中：QP 为暴雨洪水设计流量，m3/s；ψ 为洪峰径流

系数，本文取 0.28［28］；S 为暴雨雨力，mm/h；n 为暴

雨指数，本文取 0.66；th 为流域汇流时间，h；F 为汇

水面积，km2。其中，暴雨雨力 S 的计算公式为

S = H24P/241 - n。 (11)
式中：H24P 为不同设计频率（P）的 24 h 暴雨量。计

算暴雨洪水设计流量如表 2 所示。

泥石流峰值流量计算公式［25］为

Qc =(1 + ks )QP Dc。 (12)
式中：Qc为按设计频率 P 计算得到的泥石流峰值流

量，m3/s；Dc 为泥石流堵塞系数，贺兰沟沟道内物源

分布较分散，部分沟岸有崩塌和滑坡，沟道基本稳

定，结合查表综合考虑其为一般堵塞，取值为 1.7，
符合规范［25］中关于一般堵塞系数范围（1.5~1.9）；ks

为泥沙修正系数，取值为 0.765。
根据以上经验公式，计算得到贺兰沟泥石流峰

值流量为 435 m3/s，与实测值 428 m3/s［26］较为接近，

故在模拟计算中峰值流量取值为 435 m3/s。贺兰沟

峰值流量过程线，如图 8 所示。

（3）对比经验公式计算值与数值模拟结果，进一

步验证一次泥石流过程总量模拟结果的有效性。根

据《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规范（试行）》［25］，其计

算公式为

Q = 0.264tzQc。 (13)
式中：Q 为一次泥石流过程总量，m3；tz 为泥石流历

时，s。

经验公式计算结果为 4.07×105 m3，强降雨极

端工况下模拟所得流体体积为 4.81×105 m3，模拟

精度达 82%，表明模拟结果具有可靠性。同时，研

究区支沟较多，物源堆积存在差异，模拟结果会产生

 

图7　贺兰沟泥石流防护网

Fig.  7　Debris flow protection net at Helan Valley

表1　贺兰沟泥石流断面平均流速计算结果

Tab.  1　Average flow velocity calculation results for Helan Valley debris flow

降雨频率P/%

2

主沟纵降比 Ic/‰

82

固体容重γh/(t·m-3)

2.65

平均泥深hc/m

2.0

平均流速vc/(m·s-1)

5.58

表2　贺兰沟暴雨洪水设计流量计算表

Tab.  2　Rainstorm flood design flow rate calculation table for Helan Valley

沟道长L/km

13.2

汇水面积F/km2

48.9

暴雨指数n

0.66

流域汇流时间 th/h

1

暴雨洪水设计流量QP/(m3·s-1)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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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贺兰沟峰值流量过程线

Fig.  8　Peak flow process curve in Helan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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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误差。例如，赵峥等［7］运用 Fluent 模拟研究了

泥石流运动状态，所得最大流速为 12.30 m/s，本研

究局部最大流速可达 13 m/s。
2.5　形成机制分析

该泥石流属于暴雨型，其形成受强降雨、陡峭地

形和松散物源控制。“8·21”泥石流事件中，贺兰沟

主沟和各支沟在强降雨的作用下，水流与物源快速

向沟谷汇集，峰值流量达到 435 m3/s。沟谷形态决

定了泥石流运动特征。降雨过程中，沟谷水流持续

侵蚀坡面，裹挟坡面松散堆积物、滑坡与崩塌物源及

沟道固有物源，固液混合物沿沟道向下游运移，平均

流速低于 6 m/s，局部泥深最高可达 10 m，整体冲击

力强。综上，短时强降雨与有利地形为泥石流的形

成提供了充足水源与动力条件，贺兰沟泥石流整体

演化过程为：物源累积—暴雨触发—灾害形成。

2.6　贺兰沟易发性评价

根据贺兰山泥石流沟的流域环境特征，贺兰沟

内崩塌与滑坡零星分布。沟口约 1 km 范围内物源

补给不足，但泥砂沿程的补给长度比超过了 60%。

此外，主沟道偶有堵塞现象，泥石流发生后当地管理

部门通常会对沟口进行清理，整体上主沟道形态变

化不大。依据《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规范（试

行）》［25］中的相关评分标准，选取河沟堵塞程度、流

域植被覆盖率、泥沙沿程补给长度比、沟口泥石流堆

积活动程度等 15 项影响因素（详见该规范附录 I
“泥石流数量化综合评判及易发性程度分级标准”），

具体如表 3 所示。通过综合分析，对贺兰沟泥石流

易发程度进行了量化评分，得分为 102 分，依据评

判等级标准，判定其为中等易发类型；在强降雨等极

端气象条件下，易引发泥石流灾害。研究结果为贺

兰山区域泥石流防灾减灾提供理论支撑。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选取贺兰山贺兰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8·
21”泥石流成灾特征，初步揭示了本次泥石流的运

动规律与易发性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1）贺兰沟呈“V”形沟谷，沟岸两侧山高坡陡，

利于短时强降雨汇流；地形相对高差达 2 256 m，主

沟长约 13.2 km，流域面积为 48.9 km2。该区域地震

烈度为Ⅷ度，岩石冻融风化强烈，植被覆盖率低，强

降雨易裹挟沟道松散物源，引发暴雨型泥石流。

（2）基于 Massflow 数值仿真模型，结合高精度

遥感影像和 DEM 数据，模拟了贺兰沟暴雨泥石流

的运动过程。结果显示：最大堆积泥深可达 10 m，

流速多低于 6 m/s；泥石流泥深由沟道中心向两侧

递减，流速呈现沟道中心高、两侧低的分布规律，由

沟道两侧及流通区向边缘逐渐降低。

（3）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贺兰沟属于泥石流中

等易发区域。极端降雨条件下，泥石流灾害发生的

风险较高，需要加强防灾减灾工作，以降低灾害对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

3.2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贺兰沟泥石流属中等易发类型，

当强降雨达到一定量级时，未来可能暴发大规模泥

石流。根据泥石流易发性评价结果，建议在贺兰沟

泥石流区域加强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在易发区实施

植被种植工程，并沿泥石流流向布设拦挡坝等工程

设施。使用 Massflow 软件模拟时，模型基于一系列

假设构建，模拟过程中存在一定误差，影响结果的准

确度。未来可通过优化参数选取和建模流程，进一

表3　泥石流沟易发程度数量化评分表

Tab.  3　Quantitative scoring table for debris flow susceptibility

影响因素

崩塌、滑坡及水土流失严重程度

泥砂沿程补给长度比

沟口泥石流堆积活动程度

河沟纵坡

区域构造影响程度

流域植被覆盖率

河沟近期一次变幅

岩性影响

量级划分

C
A
B
A
A
A
C
C

影响因素

沿沟松散物储量

沟岸山坡坡度

产砂区沟槽横断面

产砂区松散物平均厚度

流域面积

流域相对高差

河沟堵塞程度

量级划分

C
C
A
C
C
A
B

注：“A”为极易发、“B”为中等易发、“C”为轻度易发、“D”为不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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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数值模拟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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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Mechanism of Effective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Irrigation 
Water Under Human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the Ningxia 

Artesian Irrigation Area

HEI Zhengjun1，2， ZHANG Hongling3， DU Bin3， TANG Lian1，4*

（1.School of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2. Wuzhong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Yellow River Management Institute， Wuzhong 751100， China； 3.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Water Conservancy Research Institute， Yinchuan 750021， China； 4.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und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in Arid Areas，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 Many factors influence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irrigation water in farmland， among which human-
induced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Data from the Ningxia artesian irrigation area from 2015 to 2019 were collected， and an 
STIRPAT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dynamically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human factors on each artesian irrigation 
distri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area， channel lining rate， proportion of impermeable 
canal systems， and investment in water-saving irrigation have positive effects， while the actual irrigated area and the proportion 
of rice have a restraining effec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tate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constitutes 
the first principal component， while local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al conditions and planting structure constitute the second 
principal component.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area， channel lining rate， and 
investment in water-saving irrigation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human factors across irrigation districts. The grey prediction model 
results indicate that by 2026，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irrigation water in farmland is expected to fail to reach the 
planned target value of 0.6， necessitating reg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the 
average proportion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area in the Ningxia artesian irrigation area by 5.01%， increase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nvestment by 1.6719 billion yuan， and reduce the average proportion of rice by 14.43%.
Keywords :  human factors； effective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irrigation water in farmland； STIRPAT model； regulation 
strategy；Ningxia artesian irrigation area

（责任编辑 王德平）

Analysis of the 8·21 Debris Flow and Susceptibility Assessment of 
Helan Valley in Helan Mountains， Ningxia

YANG Youzhen1， MA Yishu1*， DENG Jianliang2， ZHANG Chi1， LI Xuejun3， ZUO Na3， 
MA Yunqi3， LIU Wei4

（1.School of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2. School of Ocean and Civi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3. Helan Mountain Rock Paintings Management 

Office， Yinchuan 750200， China； 4.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 On August 21， 2016， a debris flow disaster occurred in Helan Valley， Helan Mountain， Ningxia. Therefore， based 
on DEM elevation and high-precision images， an ArcGis computation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obtain parameters such as bulk 
density， flow velocity， flow rate， and total volume of the debris flow process in Helan Valley. The Massflow software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bris flow in Helan Valley and analyze the variations in sediment depth and flow 
velocity. By combining the topography， material sources， and water sources， the suscepti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bris flow 
were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8·21 debris flow in Helan Valley was a rare debris flow triggered by short-duration 
heavy rainfall， with flow velocities primarily below 6 m/s. The sparse vegetation in Helan Valley resulted in minimal resistance， 
leading to higher flow velocities； the average sediment depth ranged from 1 to 6 m， with a maximum sediment depth exceeding 
10 m. The sediment depth was greatest in the middle of the valley and gradually decreased along the sides of the valley； the total 
volume of a single debris flow event was 4.81×105 m3， indicating a moderate susceptibility to debris flows.
Keywords :  Helan Valley； debris flow； Massflow； disaster characteristics； susceptibility

（责任编辑 王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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